
书书书

侯冠平，刘晓梅．新形势下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影响［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４７（１３）：３３０－３３６．
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８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１９．１３．０７７

新形势下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对城乡

收入不平衡性的影响

侯冠平，刘晓梅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三亚５７２０２２）

　　摘要：运用我国的数据，引入外生变量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ＡＲ模型），并运用各省份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新形势下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影响，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结果表明，城乡居民要素禀赋的差异和城镇倾向性财政支出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

加剧在中、短期内进一步加剧自身的不平衡性，并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较长期则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经济

增长会使城乡收入不平衡性发生短期波动；财政支出的冲击在短期会对城乡收入不平衡性产生同向影响；城乡收入不

平衡性在短期内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中期会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本身并不会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在城乡之间的速度差异以及财政支出

的倾向性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加剧会使得农村居民无力进行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引起经

济增长速度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城乡收入不平衡性对自身的贡献度超过

７０％；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略高于２１％和８％。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
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最小的省份大多是经济不够发达的内陆地区。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不平衡性影响最大的

为一些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影响小的一类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一类是欠发达省份，还有些省份是农业大省。

因此，解决城乡收入不平衡性问题，主要在于搞活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其次要改变城镇倾向性财政支出政

策，提高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提高落后地区的农村经济增长支持力度；再次，经济增长要考虑到农村居民

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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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重工轻农政策，人为扩大了城乡
差异。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不平衡性问题随着政策的逐步

放开和经济快速增长而日趋严重。城镇化道路和城镇性倾向

的财政支出，加上农村优秀人才流向城镇，使得城乡收入不平

衡性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习近平同志“一带一路”的倡议，直

接影响进出口，而进出口在各产业的差别也影响着城乡居民

从业人员的收入及其不平衡性。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财

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并指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

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经济问题，

而且涉及政治问题，是个公平与否的问题，也是缓解并消除我

国基本矛盾的必然要求。因此，研究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问

题，缓解城乡居民收入长期被扭曲的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国外比较经典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要素分配理论［１］、

洛伦兹曲线［２］、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呈倒“Ｕ”形曲线［３］等。我

国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探讨。与

本研究相关的主要有２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
不平衡性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正

向相关［４］；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致使农村居民无力投资人力资

本，影响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５］；我国已经出现库兹涅茨

拐点，倒“Ｕ”拐点在少数东部省份已经出现［６］。二是在财政

支出与城乡收入不平衡性方面。有的学者发现，财政支出与

泰尔指数呈倒“Ｕ”形或者“Ｕ”形关系［７］；城乡社会保障的差

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城乡收入差距［８］。

上述研究为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和城乡收入

差距的关系，从而制定我国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但仍存在严重不足。（１）这些研究很多采用了计量经济模
型，却没有将外生变量纳入模型体系内，因而常常会让所得出

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２）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普遍采用
的是泰尔指数，但泰尔指数是否适合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一

件值得商榷的事情；（３）在研究城乡收入不平衡性方面，过于
注重现象的外在表现和对数据的分析，以及背后产生的原因

的探究；（４）在解决城乡不平衡问题的对策上，还是没有跳出
“外因”决定论的怪圈［９］。尤其是在新形势下，这些变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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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和城乡收入不平衡性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１　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的衡量与现状

从逻辑上看，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自从城市产生开

始就已经存在。城市的产生主要有２种情况：一是凭借优越
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经济发展较快；二是统治阶级出于国

家战略需要建都设郡，导致该区域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导致居民收入不平衡［１０－１１］。

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是指城镇居民隐性收入和显性收入

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的畸形现象及其变化趋势。隐性收入主

要指更低的生活成本和更好、更便利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环境

和设施，以及更多的学习与提升机会。城镇居民拥有完善的

基础设施、良好的工作环境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条件，再加

上工作提升、学习深造等方面，这是农村居民所无法比拟的。

显性收入是指居民到手的收入，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中的显

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城乡收入

的不平衡性虽然也表现在静态的城乡收入差距上，但更是一

个动态概念，不仅反映过去，也体现现在，还是一种发展趋势。

由于隐性收入很难计量，数据很难获得，本研究只采用城乡收

入差距指标代替城乡收入发展的不平衡性。

我国城乡收入不平衡性问题日趋严重。从城乡收入相差

的倍数来看，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７倍到１９８３年的１．８２倍开始
逐渐扩大，到２００９年达到最大值３．３３倍。虽然在近２年，这
一倍数略有缩小，但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一直呈扩大的趋势。

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基数相差甚远，因此，用城乡收入相差的倍

数略为缩小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掩盖了城乡收入差距正在扩大的事实。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另一个应用更为广泛，且为很多人

所接受的指标是泰尔系数。用泰尔系数和用倍数衡量城乡收

入差距的原理基本一致，得出的结论也基本类似。但用泰尔

系数衡量城乡收入不平衡性，进一步模糊了城乡收入差距，抹

杀了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事实，且不能让人直观感受到

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因此，在用于说明城乡收入不平衡性

时，泰尔系数和倍数只能是作为一种辅助性说明指标。

用于衡量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指标只能是用城乡收入差

距的绝对量来代替，其优势在于其直观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直观性表现在让人一看就知道其差距大小；客观性表现在衡

量差距时没有含糊；科学性在于从劳动的产出效率来说，差距

的缩小应该是边际劳动产出率的趋同，这就意味着差距缩小

的结果必然是“同工同酬”的趋近。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以１９７８年不变价格计
算，１９７８年城乡收入差距为２０９．８元，超过农村人均纯收入
１．５７倍，到１９８０年这一差距达到２６１．３６元；在以后的几年
中，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的态势，到 １９８３年缩小到
２１８．１２元。缩小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先于城
市。随着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日

趋严重。到２０１６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数已经达到３３８４．４４
元，用２０１６年价格指数计算，则这一差距已经达到 ２１２５３
元。从我国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来看，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６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３１．２倍，财
政收入增长了２１．４倍，财政支出增长了２５．７倍，但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１４．６倍，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
收入则增长了１３．７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数增长了
１５．１倍。很明显，经济增长、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快于城乡
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也快于农村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城乡

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从各省份１９９４—２０１６年以１９９３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据
来看，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天津，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了１２．５４倍，财政收支分别增长了２９．１４倍和２７．３９倍，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４．１７倍和５．０７倍，城乡收入差
距增长了３．４０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最慢的是辽宁，增长了
４．１０倍，财政收支分别增长了７．０７倍和１０．５５倍（财政支出
的增长速度也为最慢），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５．０９倍和
４．１０倍，城乡收入差距增长了５．９５倍。财政收支增长最快
的是重庆（重庆在设为直辖市前，数据为前重庆市的数据），

分别增长了４４．８０倍和３８．７５倍，经济增长了１０．９４倍，城乡
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３．９３倍和４．６１倍，城乡收入差距增长
了３．５８倍；除重庆外，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江苏，财政
支出增长最快的是北京，分别增长了３１．２８倍和３１．８７倍，经
济分别增长了９．３６倍和１０．３３倍，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
４．７７倍和６．１２倍，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４．２２倍和３．７０
倍，收入差距分别增长了５．２９倍和６．５８倍。北京成为城乡
收入差距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最慢的是黑龙

江，增长了７．０７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４．３２倍，城乡居民
收入分别增长了 ４．５０倍和 ３．７１倍，城乡收入差距增长了
５４１倍。城乡收入差距增长速度最慢的是广东，增长了２．３２
倍。广东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９．４９倍，财政收支分别增
长了１９．８４倍和１８．３２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２．５５倍
和 ２．９８倍。

整体来看，各省份的财政收支和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城

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方面，少数

省份农村快于城镇，绝大多数省份城镇快于农村，但由于农村

居民的收入基数远小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基数，所以，所有各省

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呈现扩大的趋势。

２　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影响机制

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各不相同，所以会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产生影响。生产

技术和组织方式决定了生产函数的形式，而生产要素的多少

决定了投入能力，并进一步决定产出能力。这也正是决定经

济增长的因素，它们主要从以下６个方面影响城乡收入的不
平衡性：（１）城镇居民在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方面远优于农
村居民，所以，即使是同样的投入，城镇的产出也会大于农村。

（２）城镇居民人力资源投入远多于农村居民。城镇有优越的
教育资源，享受良好的教育服务。此外，城镇居民参加工作后

还有很多素质和职位提升机会，这些都不是农村居民所能拥

有的。（３）城乡生产性投资相差甚远，导致城乡资本存量的
巨大差异。在工业已经进入高科技、信息化已经融入经济社

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农村的生产条件却仍然非常落后。

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落后，注定了劳动生产率的低下。

（４）城镇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消费市场集中。而农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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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偏僻、交通落后的地区，物流费用的高昂也阻止了农村产品

的商品化。（５）城镇的人口、资本、资源的集聚能力特别强。
而农村分散经营，不利于现代化生产工具的投入使用和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孤立的农民在谈判中也会处于不利地

位，其利益很难得到保障。（６）近些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出
现庞大的逆差，导致农产品边际产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力边

际产出下降。

总之，城镇依赖资源禀赋优势，经济增长较快，其居民必

然获得较快的收入增长；而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组织方式

和贫瘠的资源禀赋，再加上国际竞争的引入，阻碍了农村居民

收入的提高，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

从财政支出来看，不管是中央预算支出还是地方预算支

出，最终会让一部分人受益，或到达某些人手里，或由某些群

体享受财政支出带来的好处。从支出科目的内容中可以看

出，财政支出的受益群体绝大多数是在城镇生活与工作的居

民，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性。这种城镇性倾向的财政支出加

重了城乡经济的不平衡性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

从城镇倾向性支出与农村倾向性支出的差距来看，天津

的差距最大，其次是上海和广东；最小的为黑龙江，其次是新

疆和内蒙古。虽然各省份城乡倾向性财政预算支出不一样，

而且城乡倾向性财政预算支出对比也相差甚远，但是，城镇倾

向性财政预算支出要远远多于农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通过要素报酬的方式

影响着城乡居民的收入，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收入

的不平衡性。财政预算支出也直接或间接流入到城乡居民的

手中，或者成为居民的隐性收入。但由于财政预算的城镇倾

向性支出远大于农村倾向性支出，导致二次分配在城乡居民

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

３　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我国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不平衡性

的影响，下面分别利用全国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加以分析。

３．１　基于全国总体数据的动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投资在引领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投资的倾向性，影响城乡经济发展并进

一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从而引发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

“一带一路”倡议直接影响进出口，进一步影响着城乡居民从

业人员的收入及其不平衡性。通过反复比较、筛选和以上分

析，最后敲定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城镇化作为模

型的外生变量，用它们代表模型内生变量所处的环境，将经济

增长、财政支出和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模型内生变量。

３．１．１　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方便，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
表示，符号为ＧＤＰ，财政支出、进口、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分别用ＦＥ、ＩＭ、ＥＸ、ＦＩ表示；以上各变量的单位为亿元。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数来代表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用 Ｇ
表示，单位为元。城镇化用 ＵＲ表示，代表人口城镇化，即用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数表示。选用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全国
相应数据，对以上价值指标数据用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
价格指数平减后，取自然对数，取对数后的变量在原符号之前

加Ｌ表示，分别为ＬＧＤＰ、ＬＦＥ、ＬＩＭ、ＬＥＸ、ＬＦＩ、ＬＧ、ＬＵＲ。以下所有操
作都是在Ｅｖｉｅｗｓ１０．０下完成的。该ＶＡＲ模型以及面板数据

模型中的所有数据，除个别作了特殊说明外，均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

３．１．２　模型检验　要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ＡＲ模型），需
要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在进行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时
发现，检验结果不仅随滞后期选择不同而不同，而且会因外生

变量的不同而不同。由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１）
ＬＧＤＰ和ＬＧ互为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引起了城
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反过来又影

响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在城乡之间存在严重不平衡，这

种不平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

平衡性，使得社会资本集中在城镇居民手中，有利于资本的集

聚与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发展。（２）ＬＧ为ＬＦＥ的单
向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可能原因之一是城乡收入不平衡性加剧，
使得贫困人口增加，使国家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可能原因之

二是城乡收入不平衡的加剧，使资源更加集中，从而有利于经

济增长，进一步引发财政支出增加。而财政预算支出不会引

发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可能原因是城镇倾向性财政预算支

出更多的是成为了城镇居民的公共资源与隐性收入，直接导

致城镇居民显性收入增长并不明显。（３）ＬＧＤＰ与 ＬＦＥ互为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经济增长必然引起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收入
的增长又会引起财政支出的变化。而财政支出的变化会引发

经济增长的变化，这说明我国现有生产要素还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经济并非处于一种充分就业状态。（４）３个变量中的任
意２个变量不能同时Ｇｒａｎｇｅｒ引起另一变量的假设被拒绝，即
任意１个变量可以由另外２个变量Ｇｒａｎｇｅｒ引起。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统计意
义上的联系，要构建ＶＡＲ模型，还需要检验模型变量是否协
整。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９９％的置信度水平下，内生变量
ＬＧ、ＬＧＤＰ、ＬＦＥ之间，在以ＬＩＭ、ＬＥＸ、ＬＦＩ、ＬＵＲ为外生变量的情况下，
存在２个协整方程。该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
系。采用ＡＲ特征根检验法检验模型的稳定性，结果表明，
ＡＲ特征方程的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都小于１，即都位于单位
圆内，所以模型是稳定的。最后，还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

数。采用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和施瓦茨（ＳＣ）准则选择滞后
期值，用Ｅｖｉｅｗｓ１０．０软件求出各滞后期的ＡＩＣ和ＳＣ，选择两
者均最小的那一期作为滞后期。结果表明，应选择滞后期为

４，构建ＶＡＲ（４）模型。
３．１．３　模型分析　用 Ｅｖｉｅｗｓ１０．０软件可得以 ＬＩＭ、ＬＥＸ、ＬＦＩ、
ＬＵＲ为外生变量，以ＬＧ、ＬＧＤＰ、ＬＦＥ为内生变量的 ＶＡＲ（４）方程。
该模型的主要检验指标：Ｒ２ ＝０．９９８９６３，调整后的 Ｒ２ ＝
０．９９８０４１，Ｆ＝１０８３．７４３。为了排除排序对结果的影响，引
入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并选择时期为３０年，与本研究相关的
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 １为与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１－ａ是ＬＧ对自身１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函数。ＬＧ对自
身１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从第１期的正向最大值迅速衰减到
第２期极小值，并在第３期略有回升后，继续迅速衰减，到第
５期达到最小值且为负值后，再迅速提升，到第９年完成第１
个周期，即第１个周期时长大约为９年。以后波幅迅速衰减，
到第１７期达到极大值，完成第２个周期。在经过微小的波
动，到第２５期达到极大值之后，响应几乎已经消失。从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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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加剧，在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进

一步加剧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可能的原因是城乡收入的不

平衡性的加剧会使得农村居民无力进行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

的投入。

图１－ｂ是ＬＧ对ＬＧＤＰ１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函数。ＬＧ对
１个ＬＧＤＰ冲击的响应在第２期就会达极小值，第３期即达到最
大值，完成第１个周期，１个周期时长大约为３年。然后迅速
衰减，到第４期达到最小值后迅速攀升，并在第５期达到极大
值，完成第２个周期。然后波幅逐渐衰弱，到第１３期后波幅
基本已经消除。因此，经济增长会使得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

发生短期波动。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本身不会导致城乡

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加剧

的原因在于城乡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平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

增长速度的差异。

图１－ｃ是ＬＧ对ＬＦＥ１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函数。ＬＧ对
ＬＦＥ１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开始时变动比较缓慢，到第３期达
到最大值，在第５期开始急剧下降，并在第６期转为负值，且
达到极小值，完成第１个周期。以后波幅迅速衰减，从第１１
期响应为负开始，一直保持到第２５期。从第２５期之后波幅
变得非常微弱。从总体上看，财政支出的波动在短期内会对

城乡收入不平衡性产生同向影响，但在中期，则会产生反向影

响。财政支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的可能原因在于财

政支出的城镇性倾向和城乡经济个体在获得这些“收入”后

消费方式的差异。

图１－ｄ是 ＬＧＤＰ对 ＬＧ１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函数。ＬＧＤＰ
对ＬＧ１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１期就迅速上升，到第２期
达到极大值，然后迅速下降，并在第３期急剧降至极小值，完
成第１个小周期，第１个小周期大约为３年。然后继续上升，
到第７期达到最大值后急剧下降，到第１１期达到极小值，完
成第２个周期。到第１５期后，其响应变为负值，负值虽小，但
一直维持到第２９期，其响应呈逐渐消失的态势。从总体上
看，城乡收入不平衡性在短期和中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但在较长期内则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可能原因在于

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加剧，使得城镇居民有了过剩的资金用

于生产性资本的积累。

图１－ｅ是ＬＦＥ对１个ＬＧ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函数。ＬＦＥ对
１个ＬＧ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３期降为极小值后急剧上升，
并在第７期达到最大值，完成第１个周期，即第１个周期时长
大约为７年。然后开始一路下滑，到第１８期时响应转为负
值，并在第２０期达到最小值，然后以逐渐衰弱的态势趋于消
失。从总体上看，ＬＦＥ对１个 ＬＧ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短期内
影响较小，但在中期影响是显著的，具有同向影响。在较长期

内，则会成为反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城乡收入不平衡性

的加剧，导致生产性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进一步导致国家税

收（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必然增加财

政支出。

为了研究内生变量对标准差的贡献度，可以引入方差分

解。方差分解是Ｓｉｍｓ于１９８０年提出的一种通过预测残差的
标准差在不同新息冲击下影响的比例，以测定内生变量对标

准差贡献度的方法。对上述 ＶＡＲ（５）模型作方差分解，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顺序为ＬＧ、ＬＧＤＰ、ＬＦＥ，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ａ是 ＬＧ对自身的贡献度。ＬＧ对自身的贡献度从
第１期的１００％迅速降至第４期的７４．９３％，虽然以后还有些
波动，但几乎是越来越平稳地下滑，最后基本稳定在

７０．２８％。
图２－ｂ是ＬＧＤＰ对ＬＧ的贡献度。ＬＧＤＰ对ＬＧ的贡献度一直

不大，从第１期的０缓慢上升到第４期的７．５３％，然后继续缓
慢上升到第６期的最大值８．５４％。再然后缓慢下滑，最后基
本稳定在８．２６％。
　　图２－ｃ是ＬＦＥ对ＬＧ的贡献度。ＬＦＥ对ＬＧ的贡献度从第１
期的０迅速上升到第２期的 ８．０５％，然后上升到第 ４期的
１７．５４％，再然后缓慢上升，最后基本稳定在２１．４７％。

图２－ｄ是ＬＧ对ＬＧＤＰ的贡献度。ＬＧ对ＬＧＤＰ的贡献度从第
１期的５．７９％迅速上升至第２期的１７．３１％后有所下降，然后
从第４期的１１．８６％迅速上升到第７期的２７．４３％，并在第１０期
达到最大值３０．０５％，以后缓慢下滑，最后基本稳定在２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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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ｅ是ＬＧ对ＬＦＥ的贡献度。ＬＧ对ＬＦＥ的贡献度从第１
期的５．８２％缓慢下降至第４期的１．３３％后，开始迅速上升，
到第８期达到１６．６２％。然后开始平稳上升，并基本稳定在
１７．９７％。

从方差分解的分析可知，对ＬＧ贡献度最大的是ＬＧ自身，
始终超过７０％，最后基本稳定在略高于７０％的水平上；其次
是ＬＦＥ，最终超过２１％；最后是 ＬＧＤＰ，略高于８％。因此，解决
城乡收入不平衡性问题，主要还是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其次要有恰当的财政支出政策，再次，经济增长要考虑到农村

居民的利益。

另外，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也要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利益。而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

对财政支出的贡献度不是很大，但也占有不小的比率。

以上是从全国整体上分析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对城乡收

入不平衡性的影响。但各省份情况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

有所差别。因此，需要对各省份的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

３．２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模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不平衡

性的影响，可以引入省际面板数据模型。选用１９９３—２０１６年
我国各省份的相应指标，并用１９９３年为基期的消费不变价格
指数平减，对上述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各变量符号和单位保

持与上文一致。除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重庆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
年鉴》外，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３．２．１　数据检验　为了防止伪回归，需检验数据是否同阶平
稳。检验结果表明，ＬＧ？、ＬＧＤＰ？和 ＬＦＥ？都是不平稳序列，但
其一阶差分ΔＬＧ？和变量 ΔＬＧＤＰ？、ΔＬＦＥ？都拒绝存在单位根
的原假设，都是平稳序列 Ｉ（１）。要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还需
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协整。采用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
表明，面板数据检验只有 ｖ检验的 Ｐ值略高于０．０５，其余３
个检验都可以通过检验；数据组中的 ｒｈｏ检验不能通过，但其
他２个检验都可以通过检验。所以综合判断可以通过检验。
即采用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法的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变量是协整

的。采用Ｋａｏ检验，结果 ＡＤＦ的 ｔ值为 －４．２４１３８４，Ｐ值为
０．００００。因此，采用Ｋａｏ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模型变量是协整
的。再采用Ｆｉｓｈｅｒ检验，结果表明，方程数据不协整的原假设
被拒绝。因此，采用Ｆｉｓｈｅｒ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模型变量是协
整的。３种方法的协整检验都表明模型变量是协整的。协整
关系说明变量间存在某种稳定的关系。

３．２．２　省际面板模型分析　为了准确估计模型变量之间的
关系，需要确定模型形式。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Ｐ值为
０．００００，拒绝构建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应该建立固定效
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有３种形式，因此需要计算 Ｆ值来判
断所要建立的模型形式。计算结果显示，Ｆ１＝４．１７３，Ｆ２＝
６７８．０８８。由于Ｆ１和Ｆ２都大于临界值，所以应建立变系数形
式的面板数据模型。用ＡＲ（１）消除模型变量的自相关，并选
择截面加权法和在系数协方差方法中选择“ＷｈｉｔｅＰｅｒｉｏｄ”以
消除异方差。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示为下式：

ＬＧｉ＝Ｃ０＋Ｃｉ１·ＬＧＤＰｉ＋Ｃ２ｉ·ＬＦＥｉ＋Ｃ３ｉ·ＡＲ（１）＋ζｉ＋μｉ。
（１）

式中：Ｃｊｉ为待估系数矩阵，ｊ＝０，１，２，３；Ｇｉ表示 ｉ省份的城乡
收入差距；ｉ＝１，２，３，…，３１，分别表示各省份相应变量；ξ为各
省份的个体效应；μ为随机扰动项。回归结果如表１所示。
　　加权后的统计量：Ｒ２＝０．９９２９１２，校正后的 Ｒ２＝０．９９１
４３２，Ｆ＝６７０．７９８１，杜宾－瓦特森检验值（ＤＷ）＝１．６４５３６１。
加权前的统计量：Ｒ２＝０．９９０７５１，ＤＷ＝１．７０２７４４。观测期为
２３年（１９９４—２０１６年）。

由于各变量都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各自变量的系数可以

理解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从回归结果来看，拟合优

度较好，且各检验指标都能较好地通过检验。

从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看，系数最大的为福建，其次为上

海、山东，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再次是北京和广东，这些地区

的经济都比较发达，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影响比

较大，这也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会加剧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

系数最小的为黑龙江，然后是山西、河南、新疆，这些省份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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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面板数据模型

地区

Ｃ０＝－８．８６６１７０，Ｐ值＝０．００００
ＬＧＤＰ

系数 Ｐ值
ＬＦＥ

系数 Ｐ值
ＡＲ（１）

系数 Ｐ值
ξ值

北京 ０．６２８５９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１１８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３６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６３８８０
天津 ０．４３８３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４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２４４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７４０９０
河北 ０．１７８２５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３８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２２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２５４９０
山西 －０．１３１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５０８８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２７２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６８９８０
内蒙古 ０．００５９４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５７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７６３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８７７５０
辽宁 ０．１８３８６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８６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５４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７０４６
吉林 ０．３０２７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９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１１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５６９６０
黑龙江 －０．６５１７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６９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３４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１０１７０
上海 ０．８７３６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４６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２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２１１４４
江苏 ０．５５７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３４３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６０９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０７１００
浙江 ０．２９４４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６１３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４６９４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５４４５０
安徽 ０．２０２５１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９０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６０５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２３３４０
福建 ２．１８７１７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４８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１１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８５６７４
江西 ０．１４６２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６２６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６６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４９１６０
山东 ０．７５８５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５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４４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４７６７０
河南 －０．０３５０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１４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７４７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９７１４０
湖北 ０．４６６４２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２８８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２７２４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８６４１０
湖南 ０．５４１２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７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４１６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８９６５０
广东 ０．５８３６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９９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９２４１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０７２２０
广西 ０．０１４８９１ ０．０２９４ ０．４４０７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３７７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１１２１０
海南 ０．４１２５１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８４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９９９７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１５６９０
重庆 ０．２７０７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１８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２０３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９６４７０
四川 ０．４４６６１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８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１５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７８５３０
贵州 ０．４５６８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１６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６５２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２１１６０
云南 ０．４８２１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１７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２６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１７６５０
西藏 ０．３８４７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６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１８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１１９５１０
陕西 ０．２４６４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９６２４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７４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２６３００
甘肃 ０．０５２４６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７４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３５２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４３４６０
青海 ０．３２９２７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５７６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６２７８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７４４３０
宁夏 ０．５７４２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８２６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９８４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３７２７０
新疆 －０．００６２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４２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２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９４６２０

数都为负值，即经济增长会降低这些省份的城乡收入不平衡

性；再然后是内蒙古、广西、甘肃、江西，这些省份大多是经济

不够发达或者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产业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内陆

地区。

从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看，系数最大的为山西，其次为内

蒙古和河南，再次是广西、甘肃、河北、江西和新疆，这些地区

基本上都是内陆地区，为了追逐经济增长，政府可能采取的是

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在财政支出方面往往不知不

觉地采取了城镇性倾向政策。财政支出系数最小的为福建、

广东和山东３个沿海省份，其次是西藏、天津、湖南、宁夏、上
海、辽宁、贵州、云南。这些省份中，一类经济比较发达，如其

中的沿海省份福建、广东、天津、上海，这些省份由于经济比较

发达，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改善农村的经济现状，因而在财政预

算的时候可以兼顾农业的发展，甚至可以反哺农业。另一些

省份经济欠发达，如西藏、宁夏、贵州等，由于财政预算有限，

既要考虑经济发展，又不得不兼顾贫困人口，在财政支出方面

采取一些比较中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还有的省份，如湖南、辽

宁、云南，本来就是农业大省，财政预算支出不得不考虑农业

的发展，在财政支出方面，也不得不采取较为中性的财政支出

政策。

ＡＲ（１）是１个综合性的变量，在模型中表现为滞后一期
各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对本期的影响。从回归的结果来

看，影响最大的为东北３省（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其次为河
南、江西，以及西北的新疆、青海和甘肃。这些省份城乡收入

的不平衡性在受本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影响的同时，受上

一期各经济变量的影响也很大。受上期变量影响最小的是

西藏。

截距项分为２个部分，一部分为共同项，反映我国总体上
的情况。另一部分是各省份的个体效应，反映各省份的不同

情况。从截距项来看，截距最大的为黑龙江，其次是西部的广

西、西藏、新疆、青海和甘肃；截距项最小的为辽宁，为负值，其

次是华东地区的福建、上海、山东、江苏。

４　结论

经济增长通过要素报酬的方式影响着城乡居民收入，要

素禀赋的差异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我国严重

的城镇倾向性财政支出加重了城乡经济的不平衡性；农产品

进出口出现较大的逆差，对我国第一产业也是一种强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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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逆差，也导致农产品竞争加剧和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出

下降。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的不平衡

性互为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为财政支出的单
向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互为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我
国仍处于一种非充分就业状态，扩大内需或扩大国际市场需

求仍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加剧在中、短

期内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经济增长会使得城

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发生短期波动，但在中、长期，这种效

应会逐渐消失。财政支出的波动在短期内会对城乡居民收入

不平衡性产生同向影响，但在中期，则会产生反向影响，在长

期，影响会逐渐消失。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在短期和中期

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较长期则会产生不利影

响。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在短期内对财政支出影响并不

显著，在中期会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但在中长期，则会

使得财政支出减少；在长期，以上各种效应都将逐渐消失。

经济增长本身不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导致

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加剧的原因在于城乡经济增长速度的

不平衡。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加剧会使得农村居民无力进行

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

衡性进一步加剧，也必然引起经济增长速度在城乡之间的差

异。财政支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的可能原因在于财

政支出的城镇性倾向和城乡经济个体在获得这些“收入”后

的消费方式的差异。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加剧，导致生产性

资本积累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并进一步引起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引起国家税收（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为了平衡财

政收支，必然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使得政府有

财力增加财政支出。

从贡献度来看，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对自身的贡献

度最大，超过７０％；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小，略高于８％；财政
支出的贡献度超过２１％。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接近 ２９％，对财政支出的贡献度接近１８％。因
此，解决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性问题，主要还是在于搞活农村

经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其次要有恰当的财政支出政策；

再次，经济增长要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

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来看，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经济增

长和财政支出为同阶平稳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具有固定效应

和变系数效应，经济变量前一期对本期存在显著影响。

从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看，系数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东部

沿海经济都比较发达的省份，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对城乡居

民收入不平衡性影响最大；系数最小的为黑龙江、山西、河南、

新疆，其次是内蒙古、广西、甘肃、江西，这些省份大多是经济

不够发达的内陆地区，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

不平衡性的影响最小。

从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看，最大的是山西，其次是内蒙古

和河南，再次是广西、甘肃、河北、江西和新疆。为了追逐经济

增长，政府往往不知不觉地采取了城镇倾向性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系数最小的是福建、广东和山东３个沿海城市，其次
是西藏、天津、湖南、宁夏、上海、辽宁、贵州、云南。经济发达

的省份，有实力改善农村的经济现状；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由

于财政预算有限，在财政支出方面不得不采取一些比较中性

的财政支出政策。还有些农业大省，财政预算支出不得不考

虑农业的发展，也不得不采取较为中性的财政支出政策。由

此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的倾向性与经济发展无关，可能与决策

者的偏好有关。

从滞后项的系数来看，“上一期”各经济变量对“本期”城

乡收入不平衡性影响最大的为东北３省（辽宁、黑龙江和吉
林），其次为河南、江西，与西北的３个省份（新疆、青海和甘
肃）。这些省份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受本期经济增长和财政

支出影响的同时，受上一期各经济变量的影响也很大。“惯

性”最小的是西藏。

从截距项来看，截距最大的是黑龙江，其次是广西、西藏、

新疆、青海和甘肃；截距最小的是辽宁，为负数；其次是华东地

区的福建、上海、山东、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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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０５，９（１）：

２０９－２１９．　

［３］Ｋｕｚｎｅｔ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５，４５（１）：１－２８．

［４］李宪印．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Ｊ］．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１（８）：５０－５７．

［５］钞小静，沈坤荣．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６）：３０－４３．

［６］魏君英，吴亚平，吴兆军．基于库兹涅茨拐点的中国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１５，３６（６）：１１２－１１９．

［７］孙文杰，薛　幸．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演变

［Ｊ］．当代经济科学，２０１６，３８（２）：６９－７８，１２６．

［８］肖育才，余?杨．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Ｊ］．

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７，３１（３）：３２－４１．

［９］侯冠平，张　侨，金海龙．海南省旅游业规模经济及其制约因素

分析［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４，３３（２）：１０６－１１１．

［１０］侯冠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文献述评［Ｊ］．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２４（３）：７２－８１．

［１１］侯冠平．“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物流业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基

于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影响［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４６

（１１）：２８８－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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